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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变革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影响

郑海琦１　 胡　 波２

（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２． 北京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科技变革是全球海洋治理程度不断深化的动力，但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 历

史上前三次科技革命在提高国家海洋活动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海上安全领域的竞争。 以信

息化和人工智能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进行，新技术能够促进海洋治理主体多元

化，提升海上搜救效率和海域感知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大国海上竞争加剧、新的治理真空

和技术非法扩散等新的治理难题。 作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行为体，中国需要在运用新

技术时保持自我克制，积极推动构建技术发展的相关国际规范，推动国际合作，并加强对非国

家行为体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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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９０％以上的贸易都需要经过海洋，到
目前为止，海洋仍是全世界运送货物和原材料

的最有效方式。①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
海洋作为地球表面最大公共空间的重要性持续

上升，全球性海洋问题日益凸显，海洋治理的相

关问题也逐渐受到各国重视。 欧盟 ２０１６ 年发

布其首个全球海洋治理文件《国际海洋治理：我
们海洋的未来议程》，提出治理的三个优先领域

是改善国际海洋治理框架；减少人类对海洋的

压力，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加强国际海洋研

究和数据整合。② 在全球海洋治理的各项因素

中，科技占据重要地位。 一方面，科技进步拓展

了海洋治理的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很多治理

难题伴随着科技发展而出现。 对二者关系的把

握有助于各国在当前的科技革命中抓住机遇，
并提前做好应对举措。

一、全球海洋治理的概念与

科技的视角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罗伯特·弗里德海姆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Ｆｒｉｅｄｈｅｉｍ）最先提出全球海洋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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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他认为，这一概念是指制定一套进行海

洋利用和分配海洋资源的公平有效的规则和实

践、提供解决海洋冲突的路径，以及从海洋获

益，特别是缓解相互依赖世界中的集体行动问

题。① 国际海洋学院的伊丽莎白·鲍格才（Ｅｌｉｓ⁃
ａｂｅｔｈ Ｍａｎｎ Ｂｏｒｈｇｅｓｅ）教授认为，海洋治理是指

海洋事务不仅由政府管理，而且由团体、企业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方式，包括国家法律和

国际公法和私法、习俗、传统和文化以及各行为

体建立的机构和制度。② 有效的海洋治理需要

全球认同的国际规则和程序、基于共同原则的

区域行动以及国家法律框架和政策。③ 还有学

者提到，海洋治理是国家、市场、公民和政府与

非政府组织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机制、关
系和过程，借此阐明集体利益、确立权利和义务

并弥合分歧。④ 国内已有的研究认为，全球海洋

治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主权国家的政府、
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
个人等主体，通过国际规制和协商合作来共同

解决全球海洋问题，进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

海和谐以及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⑤ 全球

海洋治理的目标是解决全球海洋问题和实现人

海可持续发展。⑥ 海洋治理的六个原则包括责

任、规模匹配、预防、适应性管理、完全成本分

配、参与。⑦ 海洋治理的三个维度包括规范、制
度安排和实质性政策。⑧ 综上，全球海洋治理概

念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多元

化，涵盖从个人到国家多个层次；第二，机制与

制度安排不可或缺。 合作机制设定了一组国家

之间关系的运作方式，为相互沟通和影响提供

了网络和渠道。⑨ 机制能够规定法律框架、降低

交易成本、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第三，治理客

体包括安全、经济和环境等多个领域，本文主要

考虑安全领域。
关于科技与全球治理的关系，现有的研究

主要聚焦于技术层面，即重点探讨科技如何推

动治理规则及制度的发展。 有学者以《联合国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为例，认为技术进步推动了

全球规则的制定。 但随着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

争相在有关人类福祉和全球秩序领域的创新，

技术变革的激烈步伐可能会使全球治理出现大

幅滞后。 例如在外空和网络、无人机作战等领

域，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并不存在。 福山分析了

信息和生物技术对治理的影响，认为信息技术

可能用于犯罪和恐怖活动，生物技术可能带来

跨国治理问题，因此需要国际合作建立新的治

理机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分析了技

术与全球治理中的发展问题的联系，认为国际

安全与贸易的诸多规则与技术相关，技术在经

济和人类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 目前技术未能

满足贫穷国家的发展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全球治理体系不足以引导技术变革进程。 还

有学者分析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全球治

理的影响。 第一，大数据虽然增加了人类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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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的能力，但涉及大数据的算法、技术构

件、物联网等日益独立于人类控制。 第二，大数

据因其来源多元化而带来新的边界冲突，大国

试图通过控制大数据和排除竞争对手来获取优

势。① 大数据使全球治理由事后治理向事先预

警转变；由粗放式治理向精准化治理转变；由千

篇一律式治理向量身定制式治理转变。② 人工

智能可以改变全球治理过程，克服人类思维的

偏见和局限性，提高决策效率，为解决诸如气候

变化等高度复杂问题提供全新的方法。 但政府

需要加强风险管理，避免技术伤及自身。③

唐纳德·伯施（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Ｂｏｅｓｃｈ）分析了科

学在海洋治理中的角色，认为科学在全球海洋

治理机制中作用有限，但科学为区域海洋治理

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存在强烈的科学共识、
明确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文化观念趋同的情

况下。④

显然，学界从科技视角探讨全球治理的研

究仍显不足，关于科技与全球海洋治理关系的

研究更为欠缺。 然而，从历史上看，科技创新与

应用是全球海洋治理发展的前提和原生动力。
全球海洋的连通性和不可分割性决定了海洋的

利用与管理具有先天的开放性特征，各沿海国

在开发和利用海洋时，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国际

责任并兼顾他国利益。 但正是科技进步使得一

切成为可能，推动人类足迹不断从沿岸到近海

再到远洋，从水面到水下再到海底。 海洋事业

的发展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同样，海洋治理的

每次大发展，基本是与历次科技革命和重大科

技变革相伴随的。 同时，海洋治理的难题或困

境也是推动海洋科技变革的重要动力之一。

二、历次科技变革对全球海洋

治理的影响

　 　 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是蒸汽机的发明与

蒸汽动力的运用，远洋航行从主要依靠自然能

转为依靠机械能，人类海洋活动范围取得质的

扩展。 在蒸汽时代之前，各国的海上贸易主要

由风力驱动的帆船完成。 风力为船只提供的动

力有限且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尤其是印度洋地

区的季风，严重约束了舰队行动。 此外，海上贸

易遭到海盗破坏后，海军很难短时间内予以应

对。 蒸汽技术产生后很快运用于海洋，为海军

舰船动力带来第一次革命性提升，使各国海军

可以摆脱自然条件束缚。 １８５０ 年蒸汽舰就已经

表现出比帆船更快的速度和更优的性能，风帆

战舰开始向铁甲巨舰转变。 蒸汽动力使海洋国

家获得相对海盗的巨大优势，困扰数世纪的痼

疾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 有学者指出，１９ 世纪

末 ２０ 世纪初蒸汽动力的发展和海洋大国海军

的建立使海盗问题濒于结束。⑤

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和电磁通讯为主要

特征。 从治理主体来看，舰船通讯技术得到显

著改善，不同水域舰船之间能迅速进行信息传

递。 电磁通讯设备发明之前，海上信息传递主

要通过个体与船队相互交换获得，这种通讯方

式效率低下且容易造成信息滞后。 电力的首次

有效运用是在通讯领域，无线电报等技术使信

息能快速跨洋传播。 １８９９ 年， 基 于 马 可 尼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Ｍａｒｃｏｎｉ）在英吉利海峡的成功试验，
英国皇家海军 ３ 艘舰艇装备无线电通讯设备，
其后各国也利用无线电保持船只联系和协调海

军行动。 同时，内燃机和电力又一次提升舰船

动力并改善蒸汽推进。 舰艇的电力推进装置被

称为柴电或涡轮电力系统，柴电驱动比已有的

蒸汽机速度更快、更高效、更安静，并于 １９００ 年

后在海军的引领下改进了诸多不足之处。 １８１５
年的船只与 １６５０ 年的船只差别不大，但 １９１０ 年

的舰船与半个世纪前的蒸汽船几乎没有共同之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ａｎｓ Ｋｒａｕｓｅ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Ｔｏｎｙ Ｐｏｒｔｅｒ， “Ｗｈａｔ Ｄｏ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Ｄｏ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１， ２０１７，
ｐ． ３１．

沈本秋：“大数据与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挑战以及出

路”，《国际观察》，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９－２３ 页。
Ｍａｒｃｅｌｌａ Ａｔｚｏｒ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ｐ． ４３．
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Ｂｏｅｓｃｈ，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ｃ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３１， １９９９， ｐ． １８９．．
Ｊａｓｏｎ Ａｂｂｏｔ ａｎｄ Ｎｅｉｌ Ｒｅｎｗｉｃｋ， “ Ｐｉｒａｔｅ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Ｐｉ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ｅａｃｅ ＆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１， １９９９， 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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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柴电系统此后逐步取代蒸汽机，并用于水

面舰艇和常规潜艇，直至今日仍是海军的主要

推进系统之一。①

科技的进步刺激着新的治理问题不断涌

现，而新的治理问题又促使各类海洋机制和规

范不断达成，协调国家的海上行为。 １８５５ 年，美
国海洋学家莫里（Ｍａｔｔｈｅｗ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 Ｍａｕｒｙ）就指

出，随着蒸汽技术的发展，北大西洋的船只可能

由于大雾和高密度通行量而存在碰撞的危险。
１８９８ 年，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五家主要的跨大

西洋蒸汽轮船公司缔结了北大西洋航线协议，
为蒸汽船提供定期航线，这些航线一直沿用到

１９２４ 年。 在海上传统安全方面，１９２２ 年《华盛

顿海军条约》和 １９３０ 年《伦敦海军条约》推动了

主要国家的海军军备削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海上安全竞争。 在海上运输方面，第二次工业

革命带来了石油海上运输的迅速增加，由此产

生海洋环境问题。 １９５４ 年《防止海洋石油污染

公约》旨在采取共同行动防止船舶泄露的石油

污染海洋。 此外，考虑到铁甲舰相比风帆战舰

的优势战斗力，各国还开始重视海上人员安全

问题。 １８９９ 年 ２９ 个国家签署《关于日内瓦公约

的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保护海上医疗和救

援船只，减少海战带来的损害。② １９１３ 年《国际

海上生命安全公约》在伦敦签订，并于 １９２４ 年

和 １９４８ 年分别进行修正，用以保障海上人员安

全。 １９４８ 年日内瓦国际会议通过公约，正式建

立国际海事组织的前身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处理海上安全、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

等问题。
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左右的第三次科技

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为主要标志，这些

技术在海洋领域获得广泛运用。 核动力的出现

使舰艇能长时间在海上执行任务。 此外，核燃

料占用空间相对较小，能够节约空间携带其他

战略设施，如小型飞行器、远程自主潜航器以及

其他武器。 一艘核动力航母能比常规航母多携

带 ２ 倍的舰载机燃料、３０％的武器和 ３０ 万立方

英尺（约合 ８ ４９５ 立方米）的额外空间。③ 核潜

艇相比常规潜艇最根本的优势是能够控制使用

核反应堆中的巨大能量，使核潜艇长时间保持

高航速，在全时段、全天候、全潜深条件下使用，
具有无与伦比的战术灵活性。④ 长时间续航能

力有助于保持前沿存在的稳定和治理的持续。
目前，核动力推进的舰艇已被不少国家用于反

海盗。 ２００９ 年，美国向亚丁湾部署“艾森豪威

尔”核动力航母打击群，以应对日益猖獗的海盗

威胁。 由于其能搭载更多飞机，因此适于向海

盗发起快速打击。⑤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为了配合索

马里反海盗任务，中国“商”级（即 ０９３ 型）核攻

击潜艇首次在印度洋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航。
核技术的应用引发了新的治理问题，从而推动

新规范的达成。 考虑到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
美英苏于 １９６３ 年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限制水下核试验。 相关国家还于 １９７１ 年达成

《海上核材料运输民事责任公约》，管控海上核

材料的秘密运输。 此外，１９７１ 年美苏等 ２２ 国签

署《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放置核武器

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防止核武器和

国际冲突向海底扩散。 １９８２ 年的《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列出了核动力船只和运载核材料的船

只应遵循的国际规定，并对海上争端提供了系

统的解决方案。 １９８６ 年，五大常任理事国签署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不得在南太平洋无核

区内使用核爆炸装置。
计算机技术在信息处理方面带来了革命性

变化，速度和效率得到根本性提升。 在此之前，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ｅｌ Ｍｏｋｙｒ， Ｒ．Ｈ． Ｓｔｒｏｔｚ，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８７０－１９１４”， 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Ｍｏｎｄｉａｌｅ ，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３３， ２００３，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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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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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７， ｐ． １６１．

Ｊａｃｋ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ｋ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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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德鲁·埃里克森等编，刘宏伟译：《中国未来核潜

艇力量》，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６３ 页。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ｉｅｆｆ， “Ｕ．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ｕｐｅｒｃａｒｒｉｅｒ Ｓｅｎｔ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Ｓｏｍａ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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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靠人力收集信息成本高且效率低下，特
别是在海洋上，复杂的气象条件会极大限制信

息获取。 计算机技术在海洋领域的运用较早出

现，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海军开发的海军战术数

据系统（ＮＴＤＳ）就得益于此。 在海军战术数据

处理系统中，计算机将情报送往控制台，在战斗

状态时提供行动方案，能将很多常规工作自动

化，加快工作进度和精确性。① 在经过不断改进

后，海军战术数据系统仍服务于美国海军。
与计算机技术相伴随的是网络技术的发

展。 网络技术改变了海洋治理的“碎片化”态

势，有助于推动整合治理。 网络使信息共享更

为快捷，减少了行为体间由于空间距离和人员

素养差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海上力量

的联合行动。 计算机的信息存储和检索能力能

实时提供潮汐、水流和海上交通的准确信息，大
大减少航行风险。 网络技术能将各港口联合起

来，提供船只信息，从而改善港口运行并提升海

上贸易的安全和效率。 此外，更广的覆盖范围

将有助于监管机构监测船只流动情况，加强海

岸管理。② １９７９ 年通过的《国际海上搜寻救助

公约》中提到，救助中心需要迅速获得有关海上

遇险船舶或人员提供的位置、航向、航速及呼号

或船舶电台识别号等情报，且此类情报须保存

在救助中心以便在必要时迅速取得。 １９７９ 年成

立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 ＩＭＳＯ）旨在提升海上

搜救效率，海岸站需要利用网络和海事卫星进

行连接，从而将船只信息储存在计算机中备用。
这方面计算机技术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

分析认为，在索马里反海盗行动中，各国的分散

行动和信息网络较差往往导致重复工作，使海

盗从中获益。 因此地中海国家需要通过彼此的

信息网络展开合作，协调各国作战中心。③

计算机技术也加剧了国家在网络领域的竞

争，依靠网络整合海上力量并取得优势。 美国

海军于 １９９８ 年提出 “网络中心战” （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ｉｃ Ｗａｒｆａｒｅ）概念，使分散的舰艇、飞机和岸

基设施加强有效沟通，并连续快速地共享大量

关键信息。 网络使其能够共享信息和建立共享

意识，并相互协作以达到行动的同步。④ 美国还

认为，中国海军的信息化建设是对美国以及其

他西方国家军队提出的“网络中心战”、制信息

权以及相关构想的吸收和重新包装，因此需要

予以重视和应对。⑤

三、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指出，当今时代，以信息

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⑥

兴起于 ２１ 世纪 １０ 至 ２０ 年代的第四次科技革命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主要表现为机器人和人工

智能、３Ｄ 打印、精准医疗、新能源和新材料。⑦

不过，被誉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如 ３Ｄ
打印、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都是对已有技术的

集成化运用，实际上算不上颠覆性技术。 或者

说，有可能改变海洋空间和海洋政治格局的技

术还没有出现，尚在酝酿和试错阶段。⑧ 与前三

次科技革命一样，第四次科技革命对全球海洋

治理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不确

定性和挑战。
其一，新的科技将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倍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美海军战术数据系统的计算机”，《电子计算机动态》，
１９６１ 年第 ８ 期，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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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７８０７４７．ｈｔｍ。

冯昭奎：“科技革命发生了几次———学习习近平主席关于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论述”，《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９－２０ 页。

胡波：“竞争、争议、治理与新疆域：全球海洋安全的大问

题和新趋势”，澎湃新闻，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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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器，有助于壮大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力量，实
现多层次、多维度治理。 当下全球治理主体主

要是主权国家政府，其他主体参与程度有限。
治理主体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国家和其他国际

组织地位和作用上的差异。① 国家在全球海洋

领域的治理优势更为明显，因为海洋治理的门

槛相对较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科技和军

事力量的投入。 国家具备强大的力量投送和前

沿存在能力，使得它是唯一有能力应对重大海

上挑战的行为体。② 海军在国际水域中拥有前

沿存在和自由行动的能力，可以迅速作出反应，
并能对即将到来的情况进行应急调整，打击恐

怖分子或防止更复杂的攻击。③ 而且，国家提供

海洋公共物品的意愿更强。 提供海洋公共物品

是保持国家形象、构建海洋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在主要国家的海洋战略与政策文件中都有所反

映。 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公

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严重不足。 即便是国家也

无法承担所有治理责任，需要非国家行为体做

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显得尤

为必要。 第四次科技革命加剧了技术的全面扩

散，使得诸多非国家行为体拥有了更强大的治

理能力，这虽然不会撼动国家的主导地位，但其

他主体将获得更多机会参与全球治理。 新美国

安全中心的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沿研究大

多出现在私营企业，因此美国需要推动人工智

能领域的公私合作，改革现行采购办法，设立奖

励机制，为人工智能专家和技术人员灵活进入

政府从事短期工作创造条件。④ 例如，进行人工

智能研发的企业能帮助国家加强海上情报、监
视、侦察能力。 英国马诺尔研究公司 （ Ｒｏｋｅ
Ｍａｎ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为皇家海军提供了场景感知的

人工智能软件，通过不同的算法和智能特征相

结合，能帮助军舰探测和评估战斗情景，检测和

处理迫在眉睫的威胁。 该公司也成为第一个将

人工智能软件与国防科技实验室主办的海上作

战系统演示相整合的企业。⑤ 此外，以色列卫星

图像公司（ＩｍａｇｅＳ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已经开发人工

智能设备用于处理非法捕捞、外国海上军事活

动、反恐和反海盗等海上问题。⑥

当然，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多及其能力的提升

也增添了新的问题。 多元化主体参与治理固然

可以带来诸多优势，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对非

国家主体的管理，尤其是企业在智能领域已经取

得突出成果。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Ｗｏｒｋ）曾表示，最出色的人工智能人

才并不在五角大楼，而在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谷

歌。⑦ 作为追求盈利的行为体，企业可能会出于

经济目的将技术出售给犯罪或恐怖主义组织。
联合国的报告认为，虽然在最初阶段，机器人技

术和全自动化武器系统（ＬＡＷＳ）可能只有科技

发达国家才会拥有，但很可能快速扩散，恐怖分

子将会积极寻求这类武器。 非法扩散使恐怖分

子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全

球和地区不稳定。⑧ 其他机构的报告也提到，最
初，技术进步将给资金充足、技术先进的国家带

来最大优势。 随着价格下降，资金短缺和技术

落后的国家将获得这种技术，同时非国家行为

者也将采用这种技术。 未来恐怖分子可能会越

来越多地运用无人平台。⑨ 据报道，“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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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使用无人机进行监视和打击伊拉克政府

军，并建立了一支搭载炸弹的无人机编队。 虽

然“伊斯兰国”的无人机无法携带大型炸弹，但
即使是一枚小型炸弹也有 ９ １ ～ １３ ７ 米的有效

爆炸半径，如果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爆炸足以

杀伤数十人。①

智能技术也存在向海盗等海上犯罪团体扩

散的趋势，为海洋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海

盗能够轻易获得装有摄像的无人机，并开始将

其用于监视和袭击船只。 小型无人机花费不高

且可以从甲板上发射，因此海盗或其他组织雇

用无人机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能成为潜在威

胁。 而在此之前，海盗必须依靠港口的瞭望员

或伪装成渔民获得来往船只情报。② 一旦海盗

选定了目标，他们就可以使用无人机来评估船

只的装备情况以及船员是否处于警觉状态，据
此提高自身行动的安全性和成功几率。 虽然目

前还没有关于类似情况的报道，但仍需要引起

各国重视，无人机技术随时可能为海盗所用。
如果海盗装备了用于监视和提供武器的无人机

技术，那么反海盗可能需要在远距离范围展开。
海盗可能还将具备破坏海上秩序或挑战海军通

过争议水域的能力，这一点不应被海军忽视。③

其二，新的技术变革将使得人类对海洋的

全面治理成为可能。 海洋特别是深海是最后未

被人类全面系统感知和利用的战略空间，迄今

为止，无论是对海洋的开发还是治理，都尚停留

在点状和线状的探索，绝大部分海洋空间还处

在待有效认知的状态。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量

子通信等新技术的兴起，为全面探索、开发和治

理海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目前海域感知

的一大难点就在于数据获取受环境因素限制较

多且相关数据过于庞大。 例如，英国国家海洋

信息共享中心（ＮＭＩＣ）每天收到 １ ０００ 多万份报

告，而且这些报告还不包括未被识别的船只。④

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海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速

度，并可用于改进现有装备，甚至可以预先识别

海上威胁。 美国海军已经运用人工智能制造可

以对特定地点海盗袭击做出预测的模型。 该模

型算法综合了海盗活动的情报以及海洋气象水

文条件，能够模拟海盗在特定区域发动袭击的

可能性以及成功概率。 基于此，海军可以绘制

更安全的海上航线图。⑤ 此外，美国国防部高级

研究计划局（ＤＡＲＰＡ）于 ２０１７ 年提出“海上物

联网” （Ｏｃｅａｎ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计划，通过部署数以千

计的小型智能浮标，形成分布式传感器网络，在
广阔海域维持持久的海洋感知能力。 每一个智

能浮标都将包含收集数据的传感器，通过卫星

定期传送数据到云网络进行存储和实时分析。
高级计划局战略技术负责人沃特斯顿 （ Ｊｏｈｎ
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ｎ）说，利用现有平台持续监测海洋成本

高昂，该计划的目标是将强大的分析工具与传

感器相结合，创建智能浮标传感器网络，以较低

成本提高海域感知能力。⑥ 智能化装备还可以

减少潜在的人员伤亡，降低救援成本。 无人和

智能化平台能在更为复杂和恶劣的海洋环境下

行动，能有效进行成本和风险规避，这也是近年

来无人装备和无人系统迅速发展的一大动因。
对于此前人类极少进入的深海空间，各国

在新兴技术的支撑下，正在推动各类“透明海

洋”计划，即通过构建海洋立体观测系统，支撑

海洋过程与机理研究，进一步预测未来特定时

期内海洋环境、气候及资源的时空变化，形成状

态“透明”、过程“透明”和变化“透明”的海洋。
新的感知、通信和观测技术推动着深潜器、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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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航器等装备的日新月异，后者大大增强了人

类在深海空间的活动能力。 未来，第四次科技

革命将大大拓展人类认知和利用海洋的深度与

广度，人类也有可能实现对海洋空间的全面系

统治理。
此外，智能化的发展能够在冲突场景中有

效弥补个体主观判断的不足，可更好地管控冲

突和摩擦。 意图的不确定是国际政治中的普遍

现象，尤其是在冲突环境下，对对方意图的把握

至关重要，否则可能产生误判导致冲突升级。
一方面，人工智能决策不容易产生错误知觉。
人工智能不受疲劳等生理因素的影响，并可以

考虑到其他战略心理层面因素，比如不受挑战

升级的压力影响，在没有系统分析前不会对过

去的事件进行虚假类比。 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

规避基于人类处理数据和决策的主观偏见。①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数据化工具，能将原本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国家意志与战略意图等主

观因素以概率的形式获得明确展示。② 有学者

指出，机器学习能在不控制信息变量的情况下，
从杂乱混合的数据中产生模式识别，预测研究

对象的冲突行为。③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冲突方

了解特定冲突的本质，还能计算所有可能的情

况并提供最佳方案，将正在发生的冲突引向正

确方向。④

其三，技术的快速进步可能引发新一轮的

军备竞赛，重塑海洋战略格局，进而影响全球海

洋治理格局。 经验表明，技术的变革往往导致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与历次科技

变革类似，新技术可能会引发海洋强国的军事

竞争，最终形成新的战略格局。 未来，究竟是美

国继续扩大与其他力量的能力差距，强化“一超

优势”的态势，还是中国等其他大国能进行弯道

超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对新技术的

创新与应用。 就海洋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来

看，技术的进步和突破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领

域。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来临之际，世界主

要国家纷纷将颠覆性技术作为未来决胜战场的

制高点。 美国国防部 ２０１４ 年提出的“第三次抵

消战略”（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Ｏｆｆｓｅ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中，核心领域

之一就是将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运用于美军作

战网络，并重点关注自主学习系统、人机协同决

策、无人系统以及网络自主武器。⑤ 美国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海军科技战略》提到，改变游戏规则

的能力源于科学研究，对当前科技进行投资将

确保美国海军在 ２１ 世纪保持力量和影响力。
其中重点关注的科技领域包括自主和无人系

统。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保罗·塞尔

瓦（Ｐａｕｌ Ｊ． Ｓｅｌｖａ）提出美军未来着力研发的 ６ 大

新技术，其中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深度学

习。⑦ ２０１７ 年的《海军研发框架》认为，美国的海

上主导地位得益于技术优势。 在全球技术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美国海军新技术的研发和转化速

度却在放缓，过去积累的海上优势地位正被竞争

对手侵蚀。 文件认为技术竞争的趋势之一就是

大数据的发展，提出将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指挥

攻击系统 （ Ｃ４ＩＳＲ） 融合，以实现持续预警。⑧

《２０１８ 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出，安全环境受到

技术进步的影响，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自主

技术、机器人等将确保美国打赢未来战争。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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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造成大国竞争，冲击

海洋安全秩序。 新技术将以不确定和不可预知

的方式改变大国军事关系，随着中国崛起为科

技强国，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优势正在下降。① 美

国认为，中国正在发展一系列具备人工智能和

自主作战能力的巡航导弹，在战时帮助军队定

位目标。 同时，中国还可能将核潜艇与人工智

能结合，虽然核潜艇的有效运作依赖船员的技

巧、经验和效率，但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可能会使

个体操作失灵，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可

以减少指挥人员的工作量和精神负担。② 此外，
美国可能将智能技术和平台转移给海上盟友和

伙伴，合力限制中国的海洋行动。 对于大多数

美国盟友而言，智能化、小型化、分布式等平台

更易操作，成本也更好控制，这客观上有利于美

国技术向其盟友的扩散和转移。 鉴于人工智能

等技术在军事领域的高效，如果美国及其盟友

都拥有在海上针对中国的技术和平台，中国的

海洋活动可能会受到较大掣肘。 技术发展的不

确定性推高了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中国、俄罗斯

等国开发并运用新技术的行为又会被美国视为

挑战与“威胁”，这种负面认知螺旋容易造成海

上战略关系的不稳定。
其四，新技术会带来新的治理真空，需要构

建相应的国际机制和规范。 信息化和智能化的

发展将产生诸多原本不存在或存在而未暴露的

问题，导致治理真空出现，其中深海安全是海洋

治理真空的突出表现之一。 由于技术条件限

制，深海直到目前仅为特定国家利用和开发，受
到的国际关注相对较少。 深海作为最后未被人

类大规模进入或认知的空间，各类规则制度有

待构建。 此外，深海空间潜在战略意义重要，深
海规则与秩序的未来发展趋势攸关全球治理结

构和国际秩序。③ 目前，有关深海的国际制度和

规范主要聚焦于资源开发和保护，如《多金属结

核探矿和勘探规章》《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

规章》《富钴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 《国家管辖

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但军事安全

方面缺乏相关制度安排，仍然接近治理真空。
在深海军事战略价值逐渐为各国认识的背景

下，新技术的出现为大国发展深海军事能力提

供了契机。 美国智库的报告提到，技术进步很

可能会引发水下战的新一轮剧变。 大数据能实

时运行复杂海洋模型，新燃料能提升水下平台

的续航和隐身能力，用于长时间军事行动。 无

人潜航器和远程潜航器已开始普遍用于深海活

动。④ 美国正在发展深海无人平台项目，被称为

浮沉载荷（Ｕｐｗａｒｄ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Ｐａｙｌｏａｄｓ）的平台能够

用于作战保障和从深海发射无人机。 俄罗斯也

不甘落后，与美国进行深海安全竞争。 俄罗斯

开发了自主远程侦察潜航器，并可能正在研制

自主水下潜航器，同时也致力于开发能在深海

进行复杂操作的无人潜航器。⑤ 美俄等大国的

深海安全博弈需要妥善应对，因此深海规则和

秩序的建立显得更为必要，全球海洋治理的议

程也需要随着技术进步而扩大。

四、中国的应对举措

随着“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展开，
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程度也不断加深。
２０１７ 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的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共同参

与海洋治理，并加强海洋科技创新。⑥ 在 ６ 月的

联合国海洋大会上，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林山青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ｌｓａ Ｋａｎ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 Ｃｌｅａｒ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Ｊａｎ． ３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ａｌｃｌｅａｒｄｅ⁃
ｆｅｎｓｅ．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３１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１１２９８７．ｈｔｍｌ．

Ａｙｕｓｈｍａｎ Ｂａｓｕ， “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ｓ ｔｏ Ｇｅ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Ｉｎｆｏｗａｒｓ， Ｆｅｂ．
５，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ｗａｒｓ．ｃｏｍ ／ ｃｈｉｎａｓ－ｎｕｃｌｅａｒ－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ｓ－ｔｏ－
ｇｅｔ－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ｏ－ａｓｓｉｓｔ－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 ／ ．

胡波：“中国的深海战略与海洋强国建设”，《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８ 期，第 １５ 页。

Ｂｒｙａｎ Ｃｌａｒｋ，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ｒａ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ｅ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ａｎ． ２０１５， ｐｐ．８－１０．

Ｄａｖｅ Ｍａｊｕｍｄａｒ， “Ｒｕｓｓｉａ ｖ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Ｒａｃ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ｐｙ Ｄｒ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Ｊａｎ． ２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ｔｈｅ－ｂｕｚｚ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ｖｓ－ｒｕｓｓｉａ－ｔｈｅ－ｒａｃｅ－ｕｎｄｅｒ⁃
ｗａｔｅｒ－ｓｐｙ－ｄｒｏｎｅｓ－１４９８１．

“‘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２０３９８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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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增进全球海洋治理的平等互信，共同承担

全球海洋治理责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和

均衡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①

首先，在运用新技术的同时自我克制，避免

陷入与其他大国的恶性军事竞争。 科技进步成

果往往最先用于军事，缺乏克制容易导致本国

提升国防的行为被误读和夸大，形成错误形象。
目前，自我克制机制广泛运用于冲突管控方面。
阿德勒（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认为，安全共同体的构

建部分取决于行为体自我克制的倾向。 国家的

自我克制不仅表现在政策宣示上，还需要在行

动上增加可信度，包括设定有限目标、发挥适度

作用、减少非本意行为等。 技术运用的自我克

制从方式上看主要为开展技术合作与互补、提
高透明度，从功能上看应主要用于非军事目标。
一方面，中国应在中俄良好的整体关系框架下，
推动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 ２０１７ 年两国举办首

届“中俄创新对话”，为两国人工智能企业合作

建立了平台。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以海上非传

统安全合作为基础，强调与美国等国的海上共

同利益。 ２０１２ 年，中美护航编队在亚丁湾进行

了第一次反海盗联合演习，此后每年举行一次，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副司令约翰·米勒 （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ｌｅｒ）认为，中美两国海军在保持海洋领域的

合法进入和安全使用方面享有共同利益，为此

需要威慑、瓦解并击败海盗。 演习表明中美可

携手解决海上安全挑战。② 中国可以将人工智

能成果用于反海盗、海上搜救等活动，加强海洋

公共产品的供给，降低美国的担忧。 中国还需

要扩大自身技术发展的透明度，让美国对中国

的活动目标和范围有更清晰的认知，在更大程

度上减少意图的不确定性。
其次，遵循已有的国际机制与规范，在海洋

治理的新兴领域推动构建合作机制与平台。 中

国一直积极参与海洋领域现有机制和组织，于
１９７３ 年加入国际海事组织，１９７５ 年当选 Ｂ 类理

事国，１９８９ 年当选 Ａ 类理事国并连任至今。
１９８２ 年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 １９９６ 年

批准加入，同年成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第一届理

事会 Ｂ 组成员，２００４ 年成为理事会 Ａ 组成员。

中国需要在现有框架下参与解决新技术带来的

问题，保持中国在海洋治理上的国际形象。
２０１６ 年第五次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会议上，中
国呼吁将无人化和自动化武器纳入国际法的管

制下，这一倡议有助于管控国家在海洋智能化

武器上的竞争。 中国对深海空间治理的参与也

应如此。 当前，中国的深海活动主要聚焦于科

研与开发海底资源，如“蛟龙探海”工程和深海

油气勘探，短期内中国的活动也将集中在这些

方面，因此需要遵守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制度安

排。 而在治理真空特别是深海安全领域，中国

可以联合具有同样诉求的国家，建立相应合作

机制与平台。 中国可以推动美俄等大国构建深

海安全管理机制，保持热线联系和建立信心举

措，防止出现事故性冲突。 机制的建立能够弥

补双边或多边条约关系的缺陷，确立有形的制

度保障，为维护深海安全提供合作平台，降低合

作成本。
最后，加强对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管理，

防止出现非法或危害国家安全的技术流通。 中

国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到，要
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实现

对人工智能算法设计、产品开发和成果应用等

的全流程监管。 促进人工智能行业和企业自

律，切实加强管理。③ 随着人工智能企业积极走

向海外合作，监管显得更为必要。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美国国会提出《人工智能未来法案》，提出有

关法律责任和权利的事项，包括人工智能违反

法律规定时的责任认定。④ 欧盟法律委员会也

６４

①

②

③

④

“中方呼吁构建公正合理均衡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环
球网，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ｈｏｔ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１０７９９９６３．ｈｔｍｌ。

ＵＳ Ｎａｖｙ，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Ｐｉｒａｃ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ｕｇ． ２５，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ａｖｙ．ｍｉｌ ／ ｓｕｂｍｉｔ ／ 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ｓｐ？ ｓｔｏｒｙ＿ｉｄ ＝
７６１５７．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中
国政府网，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０７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１１９９６．ｈｔｍ。

Ｕ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ｅｘｔ － Ｈ．Ｒ．４６２５ － １１５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７”， Ｄｅｃ． １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 ／ ｂｉｌｌ ／ １１５ｔｈ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ｈｏｕｓｅ － ｂｉｌｌ ／
４６２５ ／ ｔ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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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考虑到技术发展带来的潜在危险，需要建

立监管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机构以维持对技术

的掌控。① 中国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关

注，推动有关立法的产生，以制度化形式确立监

管；同时加强与美欧等国的合作，确立国际技术

流通监管标准。

五、结　 语

全球海洋治理具有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与议

程内容，随着整个世界加快走向海洋，海洋治理

问题显得愈发重要。 历史上数次科技变革对全

球海洋治理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机遇和挑战，正
在兴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再次推动全球海洋治

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抓住机遇的同时

也需要管控好挑战。 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

到，全球性海洋问题无法依靠一国之力解决，因
此在治理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需要坚持合作

治理，避免陷入军事竞争。 但仅仅依靠国家仍

显不足，尤其考虑到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

的先进成果，全球海洋治理亟须纳入更多非国

家行为体。 对中国而言，如何利用科技成果服

务海洋强国战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未

来优先事项。 总之，全球海洋治理问题随着科

技变革不断产生，需要各方在共同利益下长期

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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